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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三大社会阶段“公共性”的历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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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并阐述了“公共性”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无个人自我意识的公共

性，公共性只是人消极被动地适应强大共同体的公共性，表现为对共同体的服从；第二阶段是以私人利益为根基

的公共性，人们把公共性看作是实现和保护私人利益的一种社会功能，私人利益的实现和增长是公共性发展的动

力，同时也是公共性发展的界限；第三阶段是个人与共同体充分实现和解的公共性，超越现代社会的私人困境，

公共性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真正的共享，人们彼此之间互为自由实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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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是在传统伦理秩序和价值观

念瓦解的背景下现代社会面临的最为深刻的矛盾和困

境，是资本在全球布展过程中所引发的深层价值危机。

如何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性的重大问

题，如何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的真正融合是马克思哲学

研究的重要理论生长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研究正

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渐走进国内学术界的视野，尽

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公共性这一概念，但是

却具有深刻的公共性思想。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多元景

观中，探讨身份认同与共同体的内涵、价值、限度也

已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语境下，探讨马克思公共

性思想的内涵和特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为马克思

哲学切入现代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理论增长点，为与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展开批判性对话提供重要的理论支

撑。公共性观念的变革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致的，

可以说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  

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  

性”[1](107−108)三个阶段，相应地公共性的发展也经历了

无个人自我意识的公共性、以私人利益为根基的公共

性、个人与共同体充分实现和解的公共性三个阶段。

以三大社会形态为核心探讨公共性观念的历史嬗变，

对于判断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的理论地

位，对于研究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独特品质和革命性

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一、无个人自我意识的公共性 

 

公共性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密

切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公共性贯穿于人类社会发

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属性。

公共性是人们结成社会的基本前提，没有公共性，不

可能组成社会，更不会有人的生成和发展。只不过在

不同的社会阶段，公共性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样态、

特质。公共性受到人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的制约，

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的不同，决定着公共性的不同。

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发展也制约着人的公共性的发展，

或者说人的公共性只有在一定共同体中才能生成和发

展，人的公共性与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密切

相关。公共性是个人在与生活其中的共同体的交往中

生成的一种社会属性，表现为人们之间相互共享社会

的一些基本价值，诸如在情感、语言、道德、行为方

式、习俗等方面的共享[2]。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与三

大社会形态更替相适应，共同体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

阶段，分别是本源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自觉的

共同体，相应地，对应三种不同的公共性形态，公共

性体现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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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依赖关系是马克思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这种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决定

着人的公共性存在仅仅表现为对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公共性的存在与发展受到

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狭隘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和影

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良性互动关系，

共同体具有绝对的优势，个人完全埋没于共同体之中，

表现出对共同体的等级秩序、伦理规范、价值理念的

无条件认可和服从。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表现为

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25)。个人还没有

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地位等缺乏自由

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完全受制于各种伦理关系和等级

秩序，没有独立地位。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

共同体才能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个人。个人作

为共同体的成员而生存，尽管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差异，

比如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异、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差

异，但这种差异是稳固的，作为一种等级秩序强加在

每一个人身上。因此，人的公共性只是消极地被动适

应强大共同体的公共性，人的公共性表现为对强大共

同体的服从。维系这种公共性的是共同体的伦理、宗

教、习俗、等级制度等，公共性根本没有建立在个人

自我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用韦伯的观点看，

共同体所奉行的神圣秩序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用来

评价每一个人的生活，个人生命在这样一个有意义的

秩序中获得栖息之地。共同体的利益和需要是个人行

为的必然根据和永恒的价值尺度，在此境况中，共同

体也必然极力推行和维护支配一切个人的强制性的公

共准则，这些准则成为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识

和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 

引导和规约人的公共性的共同体是一个自给自足

的稳固的实体，农业和地产构成了共同体稳定性的经

济基础。土地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最重要的财产形式，

生产者与土地及其附属物直接结合在一起并受这些生

产资料的限制。在马克思看来，财产最初意味着这样

一种生产关系，人们把土地等自然生产条件看作是内

在于他们自身的，看作是与他们自身一起存在和发展

的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只是他们身体的自然延伸。

生产者把土地等自然物当作自己生活的对象性条件，

当作自己身体的延长并使之对象化，然后享受这些成

果。然而，在共同体中，即便生产者直接拥有诸种生

产条件，也不能把生产者想象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

的个人，获得财产的前提是共同体而不是个人。“财产

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

着主客体的存在)，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

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1](485)独立的个人不可能成

为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诸条件的所有者，财产以共同体

为中介，或者说个人必须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分享

财产，土地等公共财产形式反过来又起到稳固共同体

的作用。个人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作用于土地等自然

物，从实质上看，所有仅仅是共同体的所有。个人的

生产以共同体决定的等级关系为中介，个人为了共同

体生产并限制在共同体中生产，例如城邦、庄园等。

这种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是与共同体密切结合在一起

的，并通过宣布为法律来加以保障。为了把个人团结

为共同体，或者说，个人要想成为共同体的成员，一

方面需要以财产为中介，另一方面需要共同体颁布法

律、规则，通过遵守这些强制性的规范，个人被紧紧

束缚在共同体之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共同体中以一种

特殊的固定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任

何人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受限制的。具有普遍性的

是共同体，但这种普遍性被严格限制在狭隘的分工和

有限的交往之上，不可能是得到充分发展的具体普遍

性。共同体构成了人的生活和生产领域的全部，在共

同体中生成的公共性受到地理、血缘和文化条件的严

格限制，根本不是个人的自觉建构。 

共同体在本性和价值上要优先于个人和家庭，尽

管在发生的时间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3]。自然生成

的共同体作为整体优先于个人，个人只是共同体的组

成部分，相互隔离的个人不可能使其生活自足，必须

组合成共同体才能各自满足其需要，与共同体相比，

个人变得微不足道。因而，以共同体为旨归的公共性

要优先于人的私人性，人的生活无法脱离公共性单独

进行，共同体作为公共性的存在形式为个人的生存和

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撑。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

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571)。这里的共同体显然指的

是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对于以往冒充的和

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并不认为是保障每一个人自我

实现的手段。由于共同体不是涵盖所有人，且共同体

内部并不平等，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只是建

立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和社会关系非常简单这一基

础上的共同体，虽然真实直接，但并不丰富深刻，只

是没有个人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被动的公共聚集。在

自然生成的共同体中，由于人们的活动长期局限在孤

立的地点和狭隘的范围，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

社会。人的交往范围非常狭窄和简单，不需要任何中

介，整个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止社会，虽然也存

在着一些商品流动和交换，在某些地方甚至还比较频

繁，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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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相比，这种简单商品

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程度。虽然相

对于私人性，人的公共性很强大，但是却不发达，和

后来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冲破了地点限制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布展的公共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熟人

社会的公共性无法突破地点的限制而延伸，这种公共

性是面对面的，以彼此之间的熟识、情感和认可为基

础。熟人社会的公共性的优点在于稳固、团结，它的

局限性在于排斥陌生人，只适用于熟人之间，具有封

闭性和狭隘性。 

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公共性的根本特点是未分

化性和同质性，这样的公共性需要同质性的价值理念

和信仰，它们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机械团结和有序性的

结合，从而把公共性和私人性融为一体，涂尔干把这

种同质性的价值理念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   

识”[5]。以普遍承认的共同意识为纽带，个人对共同

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活世界的整体性、

统一性、公共性由此得到维系。较之于人的私人性，

公共性更具基始性意义；较之于孤立的个人，共同体

构成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经

济结构消解了传统共同体的神圣性，个人从共同体的

压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凸显

了个人的主体性，并成为支配现代社会诸多领域的核

心法则。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以及个人对共同体归属感

和认同感的丧失，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伦理和

精神损失。正如鲍曼所言，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

这是一个我们热切期望重新回归其中的共同体。共同

体带给个人的确定感、归属感、安全感在动荡不安的

现代世界更显得是人的生命的内在需要。黑格尔明确

把个体主观自由的法看作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

点。哈贝马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指出在国家、社

会、宗教、科学、艺术和道德等领域都体现了个人主

体性的原则。个人获得了自我意识，作为一切存在的

价值根据成为世界的中心和立足点。公共性与私人性

在现代世界发生了颠倒，私人性取代了公共性获得了

实体性意义。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核心的现代世界，

人们从私人利益的角度看待公共性和共同体存在的价

值，或者说人们正是在发展私人利益的过程中，才发

展出公共性。 

 

二、以私人利益为根基的公共性 

 

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私人利益上升为公共的事

情和共同关注的话题，人们把公共性看作实现私人利

益的一种社会功能，公共性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程度取

决于私人利益自身增长的方式和逻辑。私人利益的实

现和增长是公共性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公共性发展

的界限。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物的依赖关系的支配

下，人们参与公共事务和公众舆论，参与共同体和公

共领域的活动，从而生成适应私人利益需要的公共性。

和人与人内在结合的自然公共性相比，这种公共性只

是表征出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外在公共性。公共性的

存在是用来保护私有者，调节他们为了获取更多财富

而发生的冲突，引导他们的竞争方向，使竞争和冲突

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

中所说，“财产所有人不是因为富裕了要求进入公共领

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公共领域的保护以便积累更多

财富”[6]。相比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私人性与公共

性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发生了颠倒，其根本原因在于

以私人利益增长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取代了宗法、血缘、

教义、伦理等在传统共同体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表征

现代社会这一特质的政治经济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强

调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私人活动取代公共活动成为人的

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为了积累更多财富，需要政府和

法律等公共性存在的保护。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使单个

人从自然生成的共同体和人的依赖关系中独立出来，

取得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独立的个人从事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自发形成以私人

利益的实现为宗旨的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货币

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

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1](178)人

们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尽管只结合成外在的松散的共

同体，但是这种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作为偶然性的、

外在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个人和一切传统形式的共同

体。尽管传统形式的共同体的边界逐渐缩小，但还没

有达到完全消失的程度，甚至在人生活的某些领域，

传统共同体依然很强大。人们参与货币共同体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或者说人们为了实

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必须维持共同体的存在与良性运

转，必须参与到共同体之中，从而发展出一定的公共

性。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所有经济活动的主体

围绕货币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互为手

段，为别人服务，其根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既

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也只有作为别人的手段才能

实现自己的目的，人们的公共性体现在以货币为核心

的交换行为中。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人都以自身为

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

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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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7]这其实就

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经济角度设计的“理性人”形象，

每个“理性人”都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根

本不关注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公共性存在沦为保护

私人利益的工具。传统共同体带给人们从摇篮到坟墓

的安全感、认同感、确定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人们

无法在货币共同体中获得同样的归属感。以货币为核

心的经济关系是如此之薄弱，以其作为共同基础和公

共生活领域的核心根本无法承担传统伦理共同体所提

供的幸福感和确定感。 

与货币共同体相比，资本共同体在物的依赖关系

阶段更具有始源性意义，因为货币共同体对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交换领域，而资本共同体对人的影响和对

社会的支配主要体现在以剩余价值增值为目的的生产

领域。资本作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使田园诗般的、

民族的、地方的传统生产方式迅速瓦解，整个世界围

绕资本凝结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一切劳动者和资本

家都被牢牢地锁在资本共同体上，都受制于资本增值

的逻辑。就人的公共性发展来说，人们参与到资本共

同体之中，其根本目的是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资本是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统治一切人社

会生活的绝对存在，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是一切公共性规则制定的根本依据。一切存在物都必

须在资本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或者放弃存在的资

格。资本共同体作为吞噬一切的抽象力量，把生命中

一切丰富多彩的特殊性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冷冰冰的

交换价值；把许许多多具有崇高情感和神圣义务的职

业还原为实现资本增值的“工人”；把一切社会关系都

还原为雇佣劳动关系。因而，资本共同体具有排他性、

垄断性、压制性、抽象性的特征。在资本共同体中，

公共性表现为个人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编制的公共规

则体系。基于自由意志和自利意图而生发的交往已经

普遍化，一个不同于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

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领域已经形成，资本在全球布展

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促进个人利益实现的公共利

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 

公共利益对经济行为的任何一方来说虽然被承认

为一项必要的事实，但却是它们毫不关心的，公共利

益只发生在私人利益的背后。根据马克思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商品交换行为所蕴含的私人

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分析可知，公共利益存在

于相互独立的私人经济行为中，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

的一般性，存在于私人利益的交换行为中。或者说，

私人利益在相互实现的过程中创造了公共利益，公共

利益存在于人们经济行为的共同领域。人们把私人利

益作为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一般不会自发地保护和

关照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又是实现私人利益所必须

的，因此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通常需要建立公共权力

体系，需要国家共同体的保护。“随着城市的出现，必

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

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4](556)国

家作为公共性存在的一种形式是基于公共利益和共同

利益而产生的，并在特定范围内实现和保护着公共利

益和共同利益。一方面，国家共同体作为一般公共存

在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维护社

会整体秩序的良好运行，符合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

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共同体从诞生起便不可能独立

于各种利益共同体，尤其要与阶级共同体相伴相生。

从本质上讲，国家共同体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本

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通过政治解放，取得

了公共政治权力，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共同体，其所

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并不是全人类的一般利

益，而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资产阶级凭借国家这

一公共性存在形式维护着资本运行的秩序，为资本在

全球的扩展保驾护航，把自身的活动上升为公共活动，

把维护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原则看作全人

类普遍遵守的公共准则。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资产

阶级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是虚假的公共性，实质上维护

的是资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共同体的利益。 

个人主体性取代共同体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规

范源泉，公共性作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仅仅具有外

在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与共同体、私人性与

公共性的分裂。黑格尔作为第一位对现代性问题进行

系统反思的哲学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伦理总体性的

瓦解和共同体的分裂所带来的价值危机，并积极探索

治疗方案，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根据黑格尔的

观点，个人主体性仅仅是“知性”原则，把知性设定

为理性，把有限设定为绝对，表现出控制一切的对象

性逻辑，把他人作为客体或对象进行控制，人与人之

间互为工具和手段，最终导致普遍性共同体的分裂及

其共同感的丧失。黑格尔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用无

限的理性取代有限的知性，理性的任务是调和四分五

裂的时代，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从而重建伦理共同体。

正如马尔库塞认为的那样，黑格尔的理性产生于重建

统一整体的需要，“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

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

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  

体”[8]。也就是说，理性重建和统摄了整体，每一部

分的存在都与整体相联系并因而获得存在的意义，理

性既保留了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克服了伦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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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瓦解，实现了这对矛盾在更高精神层面上的融

合。以形而上学方式表现的理性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

表现是作为权力代表的国家共同体，理性是国家共同

体在哲学上的摹本，所有特殊利益在国家共同体中都

被联结为一个伦理整体。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国家作

为“客观精神”的最高层次构成了个人的内在目的和

价值根据，它将使公共利益制度化，通过使个人的特

殊性意志返回到普遍性和公共性，消除各种利益冲突

的根源。黑格尔的作为伦理理念的国家与现实的国家

有根本区别，现实的国家是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国家，

其目的虽然是保护每一个成员的私人利益，但是它作

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对个体来说，国

家作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存在。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但是却不满足

于他解决现代社会分裂的伦理方案和理论哲学的思维

方式。黑格尔意识到了个人与共同体、特殊性与普遍

性的分裂是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这是他的理论的深

刻之处，但是解决的方案却脱离了事物自身的逻辑，

陷入形而上学的抽象。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各种规

定其实质并不是国家自身的规定，而是逻辑学的形而

上学规定，只是逻辑学的补充和应用。“不是用逻辑来

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9](22)国家的各个

环节消融在形而上学的逻辑环节中，国家制度作为逻

辑概念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而存在。这种理论哲学的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脱离了社会历史自身，只是以理论

的方式解决现代性分裂的矛盾。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

引起个人与共同体、私人性与公共性分裂的社会经济

根源，主张通过财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现代

性的分裂，从而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充分实现和解的公

共性。 

 

三、个人与共同体充分实现 
和解的公共性 

 

超越了前两个阶段的历史片面性，在自由个性阶

段，私人性与公共性、个人与共同体不再是相互排斥

的关系，而是充分实现了和解。人的形态从“私人”

转变为“公人”，人的公共性摆脱了各种外在的物的关

系，获得了充分发展。从个人埋没于共同体的公共性、

以私人利益为根基的公共性到个人与共同体充分实现

和解的公共性，体现出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辩

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概念发展的思辨辩证法不

同，它没有把社会形态更替的辩证法看作概念发展的

一系列环节，而是看作构成历史的“现实的个人”活

动的辩证法。在这里，个人及其活动具有实体性地位，

带有较强的亚里士多德色彩，不同于黑格尔把个人及

其活动只是看作理念实现自身的工具。个人在马克思

这里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共同体就是由关系的个人

通过他们的活动构成的联合体，每一个人“作为自觉

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10]。实现个人与

共同体和解的社会不再是外在于个人的力量和相互敌

对的原子式的个人世界，不再是作为抽象的物的关系

同个人对立起来。 

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即是自由人联合体，异质于

市民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新的价值规范提供社会基

础，为真正公共性的实现提供新的载体，包含着马克

思对未来社会发展公共性维度的思考。超越私人性和

物的关系，这一公共性维度代表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

态和真实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全新理解，

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不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分割的

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每一

个人都不再把他人的自由看作自我实现的限制，而是

看作自我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每一个人都不再把自己

看作自私自利的封闭的“单子”，而是看作为他人的存

在，确立了社会生活中的他者向度。自由人联合体超

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外在的共同体，作为真正的共

同体，它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一个阶级为

了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个人而

不是作为特定阶级的成员参加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

彼此互为目的而不再仅仅是手段，人们在多维的社会

经济关系中实现相互共享。既超越了共同体对人的支

配，也超越了物的依赖关系对人的奴役，在自由人联

合体中，人的公共性在充分发展主体性的基础上获得

真正实现，“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

除”[9](198)。公共性在这里并不是泛泛地指人与人的相

互交往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主

义社会通过商品交换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与自由人联合

体中的公共性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真正的公共

性指的是人与人在交往中的相互共享。马克思把资本

主义社会局限于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中的外在公

共性推进到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真正的公共

性，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与他人或共同体的相互

共享。根据这一价值导向，联合起来的个人从事公共

生产和公共分配活动。 

未来真正公共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

些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述如下：“设想有一个

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

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

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

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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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

费。”[11]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一表述所蕴

含的思想内涵。 

第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

制度，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资料的财产权形式是联合

占有。对马克思来说，财产不是具体的物和拥有的对

象，而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个人与他的生产条件

的关系。一切生产都以某种形式的财产为前提，财产

是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作为

生产前提的财产形式是公共财产，即单个人只有作为

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他们的财产，共同体成员之外

的人被排除在外。公共财产的特征内在于人格上相互

依赖的社会关系及其所结成的共同体，共同体对成员

的支配从经济上看在于控制了他们的生存条件，公共

性表现在对共同体不得已的服从。在物的依赖关系阶

段，作为生产前提的财产形式是私有财产，资本拥有

生产所需的客观条件的所有权，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和

利润最大化，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制于束缚人的生产制

度和交换制度，公共性表现在对资本的服从和服务。

超越前两个阶段的财产形式，在自由个性阶段，作为

生产前提的财产形式是联合占有，生产条件的财产权

不属于特定的共同体成员或阶级成员，而属于全体个

人。生产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的，不存在一

些人通过控制另一些人的活动条件而控制他们活动的

社会环境，公共性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共享社会财

富。超越资本逻辑，生产直接是社会的生产，单个人

的劳动不需要任何中介——开始就是直接的社会劳

动，社会生产及其产品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

和公共利益来对待的联合起来的个人。 

第二，由于财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单个人的

产品不再是交换价值，个人因为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成

员而拥有共同生产的一定份额，实现了劳动产品的共

享。“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

的产品”。[1](121)生产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是前提，单个

人的具体劳动直接是一般劳动和社会劳动，因而单个

人直接参与产品分配，参与消费，而不再以劳动产品

之间的货币交换为前提。而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

于分工和生产的私人性，为了转让自己的产品获取其

它生活资料必须进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这种交换

诚然以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和社会交往为前提，但

同时又以生产者的利己主义式的相互分割和社会分工

为前提。这种社会分工和私人生产仿佛是一种“自然

关系”，个人像从属于命运一样从属于这种关系。在自

由人联合体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

直接的、内在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

料和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实行自由交换，而不再是通过

出售劳动产品或劳动力外在地发生相互联系。由于人

们之间实现了产品共享，超越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

私人化理解，公共人成为人的新的形态。 

从财产权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理解公共性的实现路

径和价值立场，使马克思区别于现代公共性思想的三

位代表性人物：阿伦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他们与

马克思分属不同的理论谱系，不能将他们的概念系统

直接应用到对马克思的解读上来，否则会对马克思的

公共性思想造成严重误解。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指的

是超出必然性支配的私人领域，各个人通过行动和言

说构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其中每一个人存在的差异

性、个体性都得到彰显，从而确立自我存在和认同。

罗尔斯认为，公共性从根本上表现为公共理性，公共

理性是指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共享的政治理性，政治行

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取决于是否遵循公共理性的限制

和要求，公共理性是支撑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稳定性的

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表现为与私人领域相对

立的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借助报纸等媒介直接和公

共权力机关相抗衡，主要发挥的是对政治权力的评判

功能。三位公共性思想家都没有深入到经济层面思考

公共性问题，都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运用政治

公共性来化解私人性与公共性、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

的分裂。他们所主张的公共理性、公共领域等公共性

思想维护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诉

求，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与马克思的价值

立场形成鲜明对比，马克思不满意于通过资产阶级政

治解放所塑造的政治上的形式公共性和普遍性，主张

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资本编织的结

构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公共性，

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其他人自由的前提，彼此之间共

享社会化大生产的果实。 

以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为线索考察公共性观念的

历史演变，我们发现公共性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范畴。一方面，透过公共性这条线索，我们能

够发现一个全新的历史图景，深化和丰富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微观理解；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私人

性与公共性、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分裂是历史

发展某一阶段的现象，是特定生产方式和财产制度造

成的后果，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性思想为超越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私人生活困境提供一条可能路

径和发展方向。马克思哲学对公共性的自觉和对自由

人联合体的憧憬，既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

盾和深层分裂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个人主体

性这一现代性的积极成果，体现出宏大的世界历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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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和自觉的价值眷注。以公共性为理论平台，为马克

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融合提供重要的生长点，

为解决现代性的分裂问题开拓出一个重要的思想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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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conomics Manuscripts from 1857 to 1858, Marx divides human history into such three stages as 

dependence on one another, independence based on material dependence and free individuality, and interprets the 

changes of the three stages of publicity as follows. The first stage is the publicity without individual self-consciousness, 

which is passive enough only to be adapted to that of the powerful community, embodied by obedience to the powerful 

community.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publicity based on private interes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 social function to realize 

and protect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realization and increase of personal interests is the impetu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ity. The third stage is the publicity of the full real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which transcends private dilemma of modern people, manifested in realization of 

people’s real share in social life and mutual preconditions for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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